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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公民参与是民众在公共事务管理中向政府表达自身诉求，试图实现特定预期目标的行为过程，也是政府

用以建立和维系与民众之间良性互动关系，提升基层政府受民众信任程度的一种方式。本文聚焦“公民

参与质量”，从“参与方式”和“参与主体结构”两方面衡量参与质量，并运用Logistic回归，探究其

与“基层政府信任”之间的影响关系。数据结果显示：“公民参与质量”与“基层政府信任”之间存在

显著正向影响。基于此，本文强调应从优化参与方式和赋能参与主体两个层面入手，建立多元化和制度

化参与方式，以及发挥党员和社区积极分子引领作用，营造积极社区公民参与氛围，增加公民与基层政

府广泛联动，从而提高公民对基层政府信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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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itizen participation is a process in which people express their demands to the government in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am
https://doi.org/10.12677/aam.2022.114190
https://doi.org/10.12677/aam.2022.114190
http://www.hanspub.org


邹芹 
 

 

DOI: 10.12677/aam.2022.114190 1741 应用数学进展 
 

public affairs management and try to achieve specific expected goals. It is also a way for the gov-
ernment to establish and maintain a benign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with the people and enhance 
the trust of the grass-roots government by the peopl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quality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measures the quality of participation from the two aspects of “participation mode” 
and “participation subject structure”, and uses logistic regression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
tween it and “grass-roots government trust”. The data results show that “citizen participation 
quality”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grass-roots government trust”.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emphasizes that we should start with optimizing the participation mode and empowering 
the participants, establish diversified and institutionalized participation modes, give full play to 
the leading role of Party members and community activists, create a positive community citizen 
participation atmosphere, and increase the extensive linkage between citizens and grass-roots 
governments, so as to improve citizens' trust in grass-roots govern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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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背景下，居民除了作为政府服务的对象之外，也同样承担自我服务、自我管

理的责任。当前，公民的主权意识增强[1]，参与方式多样，参与热情高涨，参与的必要性逐渐上升。在

公民参与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过程中[2]，政府的引导也从一定程度上加深了两者的互动。可以看到公

民参与不仅仅强调公民作为独立个体表达自身诉求[3]，更是反映了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互动特征，公民参

与的质量好坏与两者之间的信任关系存在一定的影响关系。“政府信任”的概念最早由卢梭[4]提出，强

调不同社会群体或个人对政府工作人员、政府机构提供的公共物品以及发布的政策的态度，包括对其可

靠性和可依赖性。国内学者在此基础上加入了对中国国情的考量[5]，它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方政府以及

它的管理措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民众的心理认可和行为支持。更多学者侧重从宏观角度，例如制度安

排和文化导向等层面分析政府信任度的形象因素，却忽略了公众参与这一微观层面，尤其是政府与居民

之间的互动。本文就是基于公民参与以及公民与政府间的互动关系，对基层政府信任度展开研究，探究

当前公民参与必要性上升趋势下，参与质量与基层政府信任度之间存在怎样的影响关系，进而为促进公

民参与，提高政府信任度提出可操作性的建议。 

2. 研究假设与变量选择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最新公开的 2018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18)。2018 年 CGSS
共完成有效样本 12,582 份。2018 年 CGSS 的问卷由 3 大模块构成，分别是 A 核心模块、C 社会网络和网

络社会(含 ISSP2018)模块和 D 家庭问卷(含 EASS2016)模块。本次研究以该数据为研究基础，保证所用数

据应有的时效性，另外还加入公民互联网使用数据，引入对公民网络参与维度的考量，丰富公民参与方

式，以期能更加全面、系统地展现公民参与对基层政府信任的影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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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假设 

本文的核心假设：“公民参与质量”与“基层政府信任”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关系。根据公民参与质

量的内涵，将该变量操作化为公民参与方式和参与主体特征[1]。其中，将政治投票归类为高质量的公民

参与方式；公民网络参与归类为低质量的公民参与方式。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政治投票对“基层政府信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 2：公民网络参与对“基层政府信任”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参与主体的特征如民族、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社会信任等因素[6]对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以

及自身能力产生一定的影响，从而影响到公民参与质量概念中“多元”原则的实现程度。第二，即使在

同等条件下，也可能会影响参与主体对“平等”的主观感知，从而对政府信任产生不同的影响。由此产

生如下假设： 
假设 3：参与主体特征与“基层政府信任”有密切关联。 
假设 3a：相比汉族民众，少数民族民众对基层政府更为不信任。 
假设 3b：接受教育的程度与“基层政府信任”之间存在显著负向影响。 
假设 3c：相比不是中共党员的民众，具有中共党员政治身份的民众对基层政府更为信任。 
根据以往对社会信任与政府信任关联性的文献回顾整理，社会信任对“基层政府信任”具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互联网对社会信任有负向影响，所以本文又将“社会信任”作为中介变量来检验公民参与质

量与“基层政府信任”之间的关联性。 

2.3. 变量选择 

2.3.1. 因变量的选择 
本文的因变量为“基层政府信任”，主要通过“您对政府在‘秉公办事’这一方面表现是否满意”

这个问题来测量“基层政府信任”，将受访者的回答中“无法回答、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编码为 0，
表示不信任；选择“非常满意、满意和一般”编码为 1，表示信任。 

2.3.2. 自变量的选择 
本研究自变量为“公民参与质量”，该概念强调对公民参与过程的一种价值评估，根据相关文献梳

理发现，当前衡量公民参与质量的维度总体可以分为“政府提供参与方式的丰富程度”、“公民影响政

策制定的实际效果”、“公民是否能够理性地选择合理有效的参与方式”等。基于此，“公民参与质量”

的评判维度大致可以概括为参与方式以及参与主体特征两方面，前者包括对政府是否提供多元参与方式

的考量，后者则强调公民能否理性选择合适的参与方式以及实际的参与效果。因此，本文将“公民参与

质量”操作化为“参与方式”和“参与主体特征”两部分内容，以此作为公民参与质量的衡量维度。其

中。“参与方式”的数据选择，是以“上次居委会选举/村委会选举您是否参与了投票”该问题，是否参

与政治投票代表高质量的公民参与[7]。另外，互联网使用频率反映公民以网络参与政府事务的程度[8]，
由于公民互联网使用[9]越频繁，获取的政府报道和舆论信息越多，对政府的信任度相对来说低一些，本

文将其视为低质量的公民参与方式。最后，“参与主体特征”的变量提取为民族、政治面貌、教育程度

等三类，并加入“社会信任”这一中介变量，以 CGSS2018 问卷中“总的来说，您是否同意在这个社会

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信任的”这个问题进行测量。 

2.3.3. 变量描述 
由表 1 可知，本文因变量“基层政府信任”的均值为 1.758，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总体处于“比较

信任”与“完全信任”之间的位置。自变量中“公民参与方式”数据统计，有 95.06%的民众近期参加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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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居(村)委会的换届选举中投票，其中“网络参与方式”中，互联网的平均使用频率处于“未使用过”和

“有时使用”之间。控制变量“民族”、“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显示，汉族人群占 92.06%，受

教育程度大多处于初中文化水平，党员人群占 10.3%。“社会信任”统计数据显示，问卷填写者对社会

的信任度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Table 1. Description and statistics of main variables 
表 1. 主要变量描述统计表 

变量 描述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基层政府信任 1 = 不可信，2 = 可信 1.758 0.429 

公民参与质量：参与方式 

政治投票 近期是否参与 
居委会选举投票 

0 = 未投票 
1 = 投过票 

0.951 0.217 

网络参与 使用互联网的频率 
0 = 未使用过 
1 = 有时使用 
3 = 经常使用 

0.789 0.900 

公民参与质量：参与主体特征 

民族 0 = 少数民族，1 = 汉族 0.921 0.270 

最高教育程度 0 = 小学及以下，1 = 初中， 
2 = 高中、中专和技校，3 = 大专及以上 

1.128 1.091 

政治面貌 0 = 其他，1 = 中共党员 0.103 0.304 

社会信任 0 = 不信任，1 = 信任 0.632 0.482 

3. 数据分析 

因变量“基层政府信任”是一个二分类有序变量，因此笔者运用 stata14.0 统计分析软件对数据进行

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该模型公式为： 

1
ln

1

n

i i
i

P X
P

α β
=

= +
− ∑  

本研究将构造六个模型，模型一旨在探究参与方式对政府信任度影响效应，用来考察“选举投票”

和“网络参与”对政府信任度的影响效应。模型二旨在探究参与主体对政府信任度影响效应，考察“民

族”、“教育程度”和“政治面貌”对政府信任度的影响效应。模型三–六引入中介变量“社会信任”，

探究 5 个自变量之间在中介变量的调节下对政府信任度的影响效应变化(模型 1，模型 2 结果如表 2 所

示)。 
模型一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政治投票对“基层政府信任”呈现有较显著的正向影响(P ≤ 0.001)，假

设一成立。政治投票作为公众参与的一种基本途径，也是民众选举权的使用，旨在使用选举权影响公共

决策来表达民众对相关事务的看法和实际需求。因此，公众参与政治投票从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基层政

府信任程度，公众越愿意通过政治投票的方式参与政府治理，说明政府信任度就越好，即政治投票对“基

层政府信任”产生了一定的正面影响。 

https://doi.org/10.12677/aam.2022.114190


邹芹 
 

 

DOI: 10.12677/aam.2022.114190 1744 应用数学进展 
 

Table 2. Results of logit regression model between participation quality and government trust 
表 2. 参与质量与政府信任度 logistic 回归模型结果 

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误 P > |Z| 

参与方式 
(模型一) 

选举投票 0.3361 0.0957 0.000 

网络参与 −0.1962 0.02454 0.000 

参与主体特征 
(模型二) 

民族 0.0862 0.0819 0.292 

教育程度 −0.1224 0.0210 0.000 

政治面貌 0.3082 0.0790 0.000 

 
另外，模型一“公民网络参与”这个回归结果显示，“网络参与”对“基层政府信任”呈现一定的

负向影响(P ≤ 0.001)，符合假设 2。公民获得信息的渠道越广泛，了解的信息越多，负面信息的提取概率

就越高。加上网络空间内容的准确把控机制不够健全，舆论以及造谣成本极低，从一定程度上加深了民

众对社会及政府的不信任。因此，“公民网络参与”对“基层政府信任”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模型二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政治面貌”对“基层政府信任度”呈正向显著影响(P ≤ 0.001)，“教

育程度”对“基层政府信任”呈现有较显著的正向影响(P ≤ 0.001)；民族与基层政府信任度没有明显的相

关性。结果符合假设 3b 和 3c。相比群众而言，共青团员、党员等在政府事务参与权和投票权等方面权利

和义务的发挥都更为积极。因此政治面貌对基层政府信任度呈现正向影响。另外，相比低学历的人而言，

高学历的群体对政府事务关心度高，要求和需求越高，且有一定的参与和表达的意愿，在政府无法满足

其需求时，更倾向于表达低信任度。因此，教育程度对基层政府信任度呈现一定的负向影响。 
综上，本文对“参与方式”和“参与主体特征”分别做了回归分析。在此基础上，引入“社会信任”

这一中介变量，力求深入探究公民参与质量与基层政府信任之间的影响关系，对“公民参与质量”与“社

会信任”做了 Logistic 回归(见表 3)。 
 

Table 3. The influence of intermediary variables and participation quality on government trust results of logit regression model 
表 3. 中介变量与参与质量对政府信任度影响 logit 回归模型结果 

因变量：政府信任度 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五 模型六 

中介变量 社会信任 0.5332*** 0.5563*** 0.5511*** 0.5560*** 

自变量 

选举投票 0.3136***↗    

网络参与 −0.1805***↗    

教育程度  −0.0999***↗   

政治面貌   0.1474*↗  

民族    0.0606 

Prob > chi2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p < 0.01, **p < 0.05,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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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三中，笔者将“公民参与质量”里的“参与方式”两个变量放进回归模型之中，并加入“社会

信任”中介变量进行考量。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参与方式与政府信任度的相关性显著提升。 
模型四、五、六中，笔者分别参与主体特征中的教育程度、政治面貌以及民族等三个变量放入回归

模型中与模型二进行比较。相较于加入中介变量之前，教育程度与政治面貌显著程度有了明显的提升。

由此可知，参与主体特征变量对政府信任度变量的影响中间可以通过社会信任起作用。 
综上，传统交往时代，由于传播信息的媒介相对单一，公众对于政府事务信息的掌握往往通过面对

面交流和传递，交流内容和传播范围有限，形成广泛的社会关注较为困难。而如今，互联网快速发展期，

信息技术的便捷和即时性对于社会问题的关注和信息的传递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0]，公民容易针对同

一问题同意观点将人群进行划分和站队，总而形成广泛的社会舆论，而谣言和负面舆论的传播机率在此

过程中也大大增加，总而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政府信任度和政府管理的难度。因此，互联网时代，社会层

面的信任度从一定程度上与基层政府信任度存在一定的正向影响。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从“公众参与”这一微观层面，关注政府与居民之间的互动，对基层政府信任度展开研究，探

究“公民参与质量”与“基层政府信任度”之间的影响关系，进而为促进公民参与和政府信任度建设提

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分析结果显示：参与方式层面，政治投票对基层政府信任度存在显著正向影响，网

络参与对基层政府信任度存在一定负向影响；参与主体特征层面，教育程度越高，权力表达意愿更强，

对基层政府服务和需求要求更高，信任度较低，即呈现一定负向影响。针对以上分析结果，本文主要从

优化参与方式和赋能参与主体两个方面，提出可操作性建议。 
一是公民参与制度化和多元化建设。首先，建构制度化与多元化的公民参与方式，其根本就是要将

公民参与的权力和义务落到实处。以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来说，多元主体参与并不是主体之间权力的

竞争，而是作为承担公共服务供给责任的政府权力的让渡和重新赋予。是进一步明晰“公民有义务和责

任”参与到社区甚至社会的综合治理当中，为最终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治理贡献力量，承担一部分责任。

其次，公民在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实则也是与基层政府互动的过程，完善公民参与社区治理机制，

使其规范化、常态化，从一定程度上也保障了公民与政府互动的良性发展，从而使居民能够近距离体会

和看到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策划和实施过程，监督之外也可加深公众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度。这样的信息

获取来自于居民自身，而不是互联网空间中未经筛选的错误信息和负面舆论。具体而言，制度层面应该

完善多元参与主体的内涵界定[11]，区分不同基层参与主体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定位，例如居民、居委会、

社会组织等组织或个人在社会治理中应该承担怎样角色分工，可以具体在公共服务名录以及公共服务供

给执行方案中细化出来；多元化建设，则是强调微观层面的多元主体参与实践应与制度化建设相匹配和

呼应，上述制度建设中的政策细化，应落到基层实践的实处，即基层政策执行层面，应强调动员多元参

与主体，培育参与主体能力。因此，应将重点放在社区层面，居委会自治能力和服务观念的提升上，进

一步加深管理层、执行层与居民的内在和外在互动，从而挖掘居民多元参与的可能性，在实践中寻找制

度完善的着力点。除此之外，本文研究数据显示广泛的网络参与[12]从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政府信任度的培

养，从根本上看也是公民网络参与制度建设不健全导致的。基于此，从制度层面完善网络参与机制，加

强舆论管控的力度，加快建立民众实名参与网络评论等机制建设。进而减少负面新闻的广泛传播，以及

舆论导向的低质量网络公民参与，从一定程度上能够削弱对政府不信任感的生成。 
二是发挥参与主体中党员引领作用。根据上述数据结果显示：一是相较于非党员来说，党员对政府

的信任度更高，二是教育程度越高，对政府的信任度呈现下降的趋势，这是由于其对政府能力以及治理

水平的要求相较于低水平的人来说会高一些。但是，从一定侧面也可以反映民众对政府的期望还是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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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的。因此，能否将参与主体的结构性品质挖掘作为提高参与度的另一着力点，以“精英”带动“普

通居民”，从“精英”[13]参与社会事务共同利益的挖掘入手，提高党员的带头作用，从而在参与中进一

步提升政府的公信力。例如，在政策宣传、公益倡导等方面，应充分发挥党员的引领作用，党员打头阵，

营造积极参与社区事务的良好氛围，带动党员家属、小孩等社区潜在活跃分子，参与到社区事务中去。

另外，要尝试激活公众责任感。例如经常参与社区事务以及在公共事务中善于表达的“积极分子”，应

该成为重点培育目标，充分利用社区公共服务、志愿服务以及居委日常事务等居民与基层政府沟通的契

机，加强与居民的交流，尤其是有关公共服务、社区建设、生活兴趣类需求的提取。通过组织居民参与

社区公益活动，达到培养公民对参与社区活动和社区事务的兴趣，塑造良好的公民参与意识。 
综上，本文观点强调提高公民参与质量，从关注微观层面政府与公民的互动过程出发，创造良好的

公众基层参与，创建公民与基层政府沟通和交流的渠道，营造两者良好的互动环境，对于政府信任感的

培养和提升起到了一定积极推动作用。后续研究可以进一步关注两者互动的内在机理，探究公众与基层

政府，尤其是聚焦居委会或其他某一确切的基层政府与公众互动模式以及影响机理，更为系统、全面地

解释基层信任度在公民与政府互动过程中的形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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